
荀子“礼乐政治”刍议

基于人类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思考，荀子主张通过一种礼乐政治来建构一种德性生活秩序，进而

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生活。礼乐，首先是以先王之道的形式传承下来的一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生命

精神，这种文化理想和生命精神能够通过人文化成的日常生活学习与实践，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和

生活秩序。“礼乐”之道主要指“仁者爱人”的文化理想以及由此衍生的“仁义法正”的政治精神。“礼

乐”之政主要指把这种文化理想和政治精神实现为日常生活之行为规范与生活秩序的政治制度和治

理方式。“礼乐之道”和“礼乐之政”构成了所谓的礼乐政治。

一、德性秩序与礼乐政治

荀子主张一种规范的群体生活，在他看来，这是人类能够在优胜劣汰的自然竞争中异军突起的

关键所在。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1]（《王制第九》）由

此，他主张一种“明分使群”的社会思想，其实质是主张人应该过一种有德性的群体规范生活。

群体生活的规范要求体现在荀子对“明分”的理解和诠释中。在荀子看来，“人何以能群？曰：

分。”（《王制第九》）“分”有分别、职能之意，其内涵主要指的是群体生活需要一种规范秩序。规范有

序的群体是保持多样性的差等之群体。荀子在两层问题上谈规范秩序：一类规范是以君臣、父子、兄

弟和夫妇为核心的人伦秩序。人伦秩序中的每个人各有各自的伦理秩序，所以是“君君”“臣臣”“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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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子”，他认为这是构建生活秩序的根本所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

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王制第九》）另一类规范是以“明分职，序事业”为核心的职业秩

序。荀子有“农农”“士士”“工工”和“商商”的说法，士农工商皆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职业无分”（《富

国第十》）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所以荀子强调说：“故仁人在上，则农以力尽田，贾以察尽财，百工

以巧尽械器，士大夫以上至于公侯，莫不以仁厚知能尽官职。夫是之谓至平。”（《荣辱第四》）

那么，这种规范秩序何以能够成为一种秩序之规范？这也就是“分何以能行”（《王制第九》）的疑

问。荀子回答说：“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王制第九》）何谓

“义”？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

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强国第十六》）“义”是对结成群体之人的言

行举止是否举措适宜的一种衡量与判断，与是非善恶相关。所以，荀子进一步以“义”来界定“分”，提

出了“义以分”的思想，主张规范秩序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或者说群体的规范生活是以道德为

根基和特质的。

“义以分”即是群体生活的德性规范秩序，实现这样一种群体生活秩序的政治，在儒家看来就是

“道德的政治”[1]，它决定了讲求差异和不同的“明分”生活何以不会走向分裂和对抗，反而会实现秩序

和统一。“离居不相待则穷，群而无分则争。穷者患也，争者祸也，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强

胁弱也，知惧愚也，民下违上，少陵长，不以德为政。如是，则老弱有失养之忧，而壮者有分争之祸

矣。”（《富国第十》）基于此，荀子“明分使群”社会理论的实践关键就在于如何实现“群居和一之道”

（《荣辱第四》）。换句话说，如何在一个讲求和保有人伦与职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群体中塑造一种每

一个人都认可和遵守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精神，即荀子所谓的“不同而一”的实践要求，这是构建规范

的群体生活所面临的一项主要任务。

针对这一主要任务，荀子提出的实现方式是建构一种礼乐政治。他说：“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

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乐论第二十》）礼之政

治保证形成一种尊重个体差异和不同的规范的群体生活，是为“礼别异”；乐之政治则保证这种规范

的群体生活中保有一种群体共同认可和遵守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精神，是为“乐合同”。

事实上，由“明分使群”到礼乐政治，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荀子主张性恶，那么，由人性之恶如

何达成群体生活之善的德性秩序？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从荀子的整体思想中去理解人性理论。

“性”，荀子定义为“生之所以然者”或“不事而自然”（《正名第二十二》）。整体上看，荀子对“性”

的讨论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在事物的自然属性意义上讲人的生命“天性”，是那些“饥

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好利恶害”一类的自然欲望，这种自然欲望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一

种自然本性。第二个层面则是在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上特指“人性”来讲的。“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

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

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非相第五》）

“辨”作为人的一种先天理性认识能力，是人生而就有的，无待而然的一个东西，恰恰符合荀子对“性”

的定义。所以，在荀子看来，“同求而异道，同欲而异知”（《富国第十》）正是人性之本来面目的自然表

现。之所以有“异道”和“异知”，是因为人先天具有一种能分辨的理性认识能力，荀子称之为“可以知

之质”和“可以能之具”。（《性恶第二十三》）

这种理性认识能力表现为一种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向善，也可以选择向恶。但基于“生存”与“竞

争”的思考，人的理性选择了结成群体。同时，人的理性也自觉地意识到，在一定的群体中，如果放任

[1]陈来：《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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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具有的自然本性不加以节制就会导致出现争夺等“恶”，从而导致群体的无序，这即是荀子所谓

的“人之性恶”。所以，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与人之间需要结成一种讲求德性的有规范的群体生活，而

人之理性认识能力的最主要作用就在于，通过分辨是非善恶来构建一种善的秩序。作为善之秩序最

核心的仁义之精神，在荀子看来，是人性中先天具有的理性认识能力所自觉认识到的结果，这即是荀

子所谓的“其善者伪也”。

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荀子“性伪合”（《礼论第十九》）的观点才得以成立。作为“本始材朴”的

性，指的是人人先天具有一种认知是非的理性认识能力；表现出“文理隆盛”的伪，指的是规定人的言

语、行动和意识之正当性的仁义之道。如果人性中没有理性认识能力，那么，人就无法认识到这个能

够使人结成群体的仁义之道，即荀子所说的“无性则伪之无所加”；如果人不追求和向往这个仁义之

道，那么，即使人性中本来就有一种理性认识能力也无法实现自身的向善，即荀子所说的“无伪则性

不能自美”。因此，“性伪合”的过程实质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

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徧也。”（《解蔽第二十一》）

以可以知人之性，求可以物之理而无所疑止之，则没世穷年不能徧也。”（《正论第十八》）古人往

往以“心”为意识活动的器官，“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解蔽第二十一》）

荀子的人性论实质是一种德性与知性相统一的心性论，主要在于说明群体生活的规范有序取决于成

员之自觉的道德意识。

由这样一种心性论，荀子才主张礼乐政治是直接作用于人心的治理方式——“礼乐之统，管乎人

心”。从人心的角度谈政治，先秦诸子往往把政治与人心之欲望联系起来，所以有老子的“去欲”和孟

子的“寡欲”。但在荀子看来，治理国家与人的欲望多寡并无根本关系，因为有欲无欲表现的是一个

人的生死问题，而非国家之治乱。国家的治乱兴衰与“心之所可”是“中理”还是“失理”有关：“心之所

可中理，则欲虽多，奚伤于治！欲不及而动过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则欲虽寡，奚止于乱！故

治乱在于心之所可，亡于情之所欲。”（《正名第二十二》）

二、“原先王”与“法后王”

基于“明分使群”说建构起来的礼乐政治思想，其核心问题是“善群”，即如何实现群体生活的德

性秩序。荀子说：“君者，善群也。群道当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王制第

九》）在荀子看来，政治的实质不是通过害怕与恐惧的手段去惩戒人，而是通过建构一种理想的政治

制度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其中。“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

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

政，然后君子安位。”（《王制第九》）这是荀子以“善群”问题为政治哲学之核心思想的原因所在。

政治是用来凝聚人的，“凝民以政”（《议兵第十五》），因此政治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属性。正是基

于“道德的政治”之理解，荀子提出政治的责任在于“治治，非治乱”（《不苟第三》），即政治的主要责任

不在于使一个混乱失序的社会重新恢复秩序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一个有序的社会群体实现一种更能

体现“善”的有德性的规范生活的问题。要实现这样一种“治治”的政治目标，所依据的主要政治治理

方式是“教化”与“引领”。在一定的政治群体中，教化是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展开的一种双向互动

关系。其中，管理者要做到“教”，所谓“教”是“以善先人者谓之教”，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者本身首

先必须具有领先他人的“善”；二是管理者以践行领先他人之善的方式做出表率来引导别人向善。被

管理者则要做到“顺”，所谓“顺”是“以善和人者谓之顺”，这种“顺”不是无原则、无主体性的顺从，而

是以自己的善去应和管理者的善，从而实现一种被群体共同认同的“善”之共同意识和群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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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样一种对政治责任和政治精神的基本理解，荀子提出这样一种政治路径：由道德的政治主

体采取道德的治理方式，去建构一种有德性的规范群体生活，从而实现社会的大治。所以荀子说：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

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地不

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王制第九》）有道德的政治主体成为实现“治

治”的关键和出发点，反过来说，实现“治治”的第一原则就是让有道德的人成为社会的管理者，即有

德者必有位，“彼仁义者，所以修政者也。”（《议兵第十五》）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种第一原则？荀子以

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强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众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正论

第十八》）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至强”“至辨”和“至明”，“故非圣人莫之能王。圣人备道全美者也，是县

天下之权称也。”（《正论第十八》）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圣王”是王道仁政之政治理想的一种“图腾”。

正如荀子所说的，“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性恶第二十三》）。“圣也者，尽伦者

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正论第十八》）在荀子的政治哲学中，“圣王”是

一种理想的生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表征，是礼乐政治之核心精神和基本原则的人格具象化。荀子用

“义”这个概念来指称礼乐政治的核心精神和基本原则，礼乐之“义”即是“仁义法正”的王道理想，所

以说“王”是礼乐政治之“义”的一种象征，代表着政治的理想和理想的政治，即王道仁政。所谓“王

道”，实际上指的是中华民族仁爱为本的德性文化精神和礼义为本的德性政治精神；所谓“仁政”，实

际上指的是实现明分使群的社会治理实践过程。所谓“王道仁政”，就是这种文化精神和政治精神与

善群的政治实践实现“知行合一”。

由此，“原先王”与“法后王”构成了荀子政治哲学的一组核心命题。

“原先王”的基本精神是“和一守常”。荀子以为：“治之要在于知道。”又说：“天下无二道，圣人无

两心。……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解蔽第二十一》什么东西能被称作一个群体都遵循

和认同的“一”和“常”？只有“道”。荀子说：“原先王，本仁义。”（《劝学第一》）儒家一以贯之的“仁义

之道”构成了政治实践中的“一”和“常”。这是礼乐政治实践的德性根基，也是一个群体能够实现“群

居和一”的基本价值和核心精神，代表着对一种理想的文化传统和政治传统的坚持和复归。所以荀

子说：“况夫先王之道，仁义之统，《诗》《书》《礼》《乐》之分乎？彼固天下之大虑也，将为天下生民之属

长虑顾后而保万世也。其流长矣，其温厚矣，其功盛姚远矣，非孰修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荣辱第

四》）“先王之道”是理想的德性政治精神和理想的礼乐政治制度的人格表现，对先王的溯源和企慕就

是在追寻和实现这样一种政治的理想。“原先王”是治理社会的政治主体对一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政治

精神的认同和担当，其目的在于保证社会的治理者是“有德之人”，实现在“位”者必有其“德”。

“法后王”的基本精神是“变革损益”。荀子说：“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听视者近而所

闻见者远。是何邪？则操术然也。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

后王是也。”（《不苟第三》）显然，荀子是在“术”的层面上定义“后王”。《儒效》中荀子定义“雅儒”是“法

后王，一制度”，定义“大儒”是“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大儒”代表的是比“雅儒”更高一境界的政

治主体，效法先王，传承礼义之道；而“雅儒”则效法后王，是在“术”的层面对礼乐政治在具体的政治

实践进行变革损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荀子强调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

（《非相第五》）

概而言之，荀子由明分使群思想提出“原先王”与“法后王”的礼乐政治思想，其实质是在思考这

样几个问题：

一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让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其中？荀子认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应该是

以实现有德性的规范群体生活为特征的，所以主张一种礼乐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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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构建这样一种能让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其中的生活方式？荀子以

为一种恰当的政治制度应该是能够实现“善群”和“治治”之目的的政治制度，由此提出了礼乐政治的

制度设计。

三是用什么的理路去进行这样一种礼乐政治的设计？荀子提出了“原先王”与“法后王”的致思

理路。其中，“原先王”代表的是基于一个群体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和政治理念。原先王

是对“活的传统”的自觉与认同。什么能够成为一个群体的“活的传统”？在荀子看来就是文化理想

和政治精神，这就是先王作为一种“遗言”遗赠给后王的仁义之道[1]。“法后王”代表的则是基于一个群

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基础上的政治治理之方式方法。实际上，通过“原先王”与“法后王”的分判，荀子

指出，作为一民族之活的传统的文化理想与政治精神和回归日常生活本身的政治实践，二者“知行合

一”共同构建一民族群体生活的德性秩序。

《周易·系辞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因为立足于文化理想和政治精神，所

以“原先王”主要是“道的传承”；因为立足于日常生活实践，所以“法后王”主要是“器（政）的创新”。

“先王”与“后王”是互相制衡和影响的。“先王”作为“后王”的精神和原则，规定了后王政治实践的基

本方向。反过来，“后王”则通过分析和解决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地继承、丰富、

发展乃至变革“先王”[2]。

三、礼乐政治的“修己”“安人”

用“原先王”和“法后王”的理路去实现礼乐政治，“原先王”和“法后王”指出了礼乐政治“修己”和

“安人”的两条用力路向。

所谓“修己”，指的是有位之人如何修养德性以实现有其德的问题，这是对先王仁义之道的认同

与学习。在荀子看来，有位之人要实现“治治”的政治目标，首先需要做到自己的“知虑足以治之”“仁

厚足以安之”和“德音足以化之”[3]。真正能够做到这三者的就是“圣人”，其核心思想是本仁义之道，

所谓“仁义德行，常安之术。……君子道其常。”（《荣辱第四》）“人主仁心设焉，知其役也，礼其尽也。

故王者先仁而后礼，天施然也。”（《大略第二十七》）由此，荀子特别强调“务修其内”“积德于身”的道

德修养问题——即儒家的“内圣”工夫，荀子称之为“养心”：“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惟

仁之为守，惟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

变化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

至其诚者也。”（《不苟第三》）“礼”和“乐”则是实现养心成圣的基本途径。先王“仁义”之思想正是通

过“礼”和“乐”传承下来的，“仁、义、礼、乐，其致一也。君子处仁以义，然后仁也；行义以礼，然后义

也；制礼反本成末，然后礼也。三者皆通，然后道也。”（《大略第二十七》）

在荀子看来，“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乐论第二十》），养心之内圣工夫，主要是希望通过礼

[1]汉娜·阿伦特说：“遗言，告诉继承人什么是合法地属于他的，把过去的财富遗赠给未来一代。而没有遗言，或回

到这个隐喻的所指，即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

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因为恰恰是传统选择了、命名了、传递了、保存了、指示了珍宝是什么和有什么价

值。”〔美〕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王寅丽、张立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2]荀子说：“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

也。”（《王霸第十一》）因为强调“变革损益”而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百王”之不同的“后王”，衡量其政治实践是否达到

“治治”的目标具有“一”的原则，即“法治”“佐贤”“民愿”和“俗美”。这四者恰恰就是“先王之道”的具体表现：“故尚贤

使能，等贵贱，分亲疏，序长幼，此先王之道也。”（《君子第二十四》）

[3]荀子说：“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

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富国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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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内在修养而培育一种“道德之威”[1]，目的在于使人“心悦诚服”。这种服人不是以权力，而是以自

身的人格魅力。荀子主张有位之人通过自身的德行来实现“服人”的治理目标，这是有位之人之所以

有位的政治合法性所在。同时，荀子在内圣修养上，主张“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性恶第二十

三》），所以特别强调“为学”的重要性，也为政治上的平等和正义的问题留下了位置和空间。

所谓“安人”，指的是有德之人如何政治实践以实现正其位的问题，这是对后王政治实践的主要

原则和方式方法的阐述与分析。在荀子看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大略第

二十七》）。“君”的设立是为了民之公义的，所以他提出了两条最基本的“为民”之原则，即“富”和

“教”：“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大略第二十七》）“富”和“教”，这是可以上升到“道”

的地位的治民之原则。

如何“富民”？荀子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原则和方法，也许随着人类社会日常生活实践的发展而有

些不合时宜，但其对政治要以实现百姓富裕为根本目标的“以政裕民”思想的阐释，构成了其所谓“法

后王”之政治实践的常道。这一政治思想到今天也不过时。

如何教化民众？荀子以“礼”和“乐”作为最基本的两种教化方式。以往我们对荀子政治哲学的

理解主要集中在“礼法”层面，但在笔者看来，荀子的政治哲学主张一种礼乐政治。“礼治”和“乐治”才

构成了两种对等的治理之道，“法”是礼治下的具体治理原则。

荀子主张，“礼”是反映国家政治良善与否的晴雨表，“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则乱。礼者，表也。非

礼，昏世也。昏世，大乱也。”（《天论第十七》）“礼”是实现政治治理的基本方式，“礼者，政之挽也。为

政不以礼，政不行矣。”（《大略第二十七》）。如何做到礼治？荀子提出了“重法”、“明术”和“知势”三

大原则。具体来说：

第一，“法”主要指刑法，“凡刑人之本，禁暴恶恶，且惩其未也”（《正论第十八》）。刑法主要是通

过惩罚和禁止不义行为的发生来达到“赏行罚威”的目的：“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

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富国第十》）因此，刑法的核心精神

是公平，必须遵循“刑称罪”（《正论第十八》）的原则。

荀子说：“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劝学第一》）他把法看作是礼的具体展开和现实实践；

把礼看作是法的基本精神，奠定了法治的道德基础。所以荀子主张“隆礼重法”。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荀子才说“不知法之义而正法之数者，虽博，临事必乱”（《君道第十二》）。法之“义”即是礼，不知

“礼”的精神，即使是刑法制定的很完备，也实现不了“治治”的政治目标。

第二，“术”主要是一种实践的辩证法，主张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论思想。针对不同的

问题，荀子提出了很多的“术”，既有如何修身以成圣的“治气养心之术”（《修身第二》），也有如何实现

群居和一的“兼术”[2]，也有如何选贤举能以实现政治清明的“衡听、显幽、重明、退奸、进良之术”（《致

士第十四》）等等。

“术”的方法论既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统一于一种基本的精神。以“治气养心之术”为例，荀

子提到了“血气刚强”“知虑渐深”“勇胆猛戾”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而提出了“柔之以调和”“辅之以

道顺”“节之以动止”等不同的具体方法，但最后都统一归为“礼”：“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要

得师，莫神一好。”（《修身第二》）政治实践层面的方法论也讲统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服”所表达的

[1]荀子说：“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礼乐则修，分义则

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如是，百姓贵之如帝，高之如天，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谓道德之威。”（《强国第十六》）

[2]荀子说：“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议兵第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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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服天下之心”的精神。如何做到“心悦诚服”？荀子主张以“义”[1]。

第三，“势”，荀子虽然多在政治权势的意义上使用，但也把“势”理解为一种规律性的力量，如说：

“故马鸣而马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不苟第三》）由此，荀子特别强调“势”作为一种“明分使群”

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地位和作用。荀子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则从人之

欲则势不能容、物不能赡也。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

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谷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荣辱第四》）生存

与发展的命运决定了人不能随意地放纵自己的欲望，而是需要结合成为一种有德性的规范群体生

活，这是人心之“辨”的理性认识能力所认识到，也是人心认同的一种社会发展规律。也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荀子强调说“礼以顺人心为本”（《大略第二十七》）。

虽然荀子主要论证了礼治，以至于有学者把“礼”看作是荀子思想的核心[2]，但荀子确实是在与

“礼治”对等的关系上提出了“乐治”，称之为“礼乐之统”。

就礼治和乐治的具体职能而言，荀子有一个基本的判断：“乐合同”与“礼别异”。当然，并不说

“礼”只别异而不合同，或说“乐”只合同而不别异。而是说，“礼治”更偏向于“明分”使社会规范有序

而合成一个群体；“乐治”更偏向于“和一”使这个群体成为一个有共同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认同的群体。

荀子从“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乐论第二十》）的角度来探讨“乐治”的责任和义务，指出“乐”是

“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所以才能够担当起“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

变”（《乐论第二十》）的政治责任。尽管荀子并没有如论“礼治”那样对如何进行“乐治”展开详细的阐

述，但“乐治”的精神和责任等问题，荀子确是已经作为问题提出了。“乐治”是荀子政治思想中必不可

少的一环。在谈到礼乐关系时，甚至有学者主张“乐”的精神高于“礼”的精神。如近人刘师培说：“古

人以礼为教民之本，列于六艺之首。岂知上古教民，六艺之中，乐为最崇，固以乐教为教民之本哉。”[3]

徐复观也说：“礼乐并重，并把乐安放在礼的上位，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成的境界，这是孔子立教的

宗旨。”[4]以这样一种礼乐关系论来认识和理解荀子的政治哲学，显然应该是一种礼乐政治。这一礼

乐政治为儒家政治哲学的基本方向奠基了一种“天下皆宁，美善相乐”（《乐论第二十》）的精神传统。

概而言之，基于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的考虑，荀子提出人需要结成社会，所以提出了“明分使群”

的思想；结成的社会不能是分裂的，所以提出了“群居和一”思想。在礼乐政治的责任设计中，礼治主

要解决明分使群问题，“乐治”主要解决群居和一问题。礼乐政治的实质则在于通过德治与法治相结

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实现一种基于德性精神基础上的既有自律也有他律的群体规范生活。

〔责任编辑：曾逸文〕

[1]荀子说：“汤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

所谓义立而王也。”（《王霸第十一》）

[2]清王先谦说：“荀子论学语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荀子集解》上，

〔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3]转引自孟宪承等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1页。

[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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